
北大科学史与科学哲学 - 科学史 - 中国科学史 :  与农民竞赛放“卫星” 

加入时间: 2008-03-12 

阅读次数： 54 次

与农民竞赛放“卫星”  

薛攀皋

1958——1959年生物学部种高额丰产田的回忆 

逼 上 梁 山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

它同“反冒进”针锋相对，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从此揭开了瞎指挥、浮夸风、弄虚作假的序幕。 

1958年夏季，全国各地农村的小麦、早稻、花生等作物的高产“卫星”竞相“上天”，令人眼花缭乱。在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思想的影响和支配下，放高产“卫星”运动席卷全国，有些科学研究机构、

高等学校也被迫卷入这一场神话般的竞赛中。 

1958年7月1日上午，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在院第二届党代会上讲话，谈到全国已经出现很多亩产一万

斤的小麦试验田。这时，坐在台下的全国科联聂春荣递上纸条，上面写道：湖北、河南、河北等地小麦高产

能手，准备向北京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农业大学和其他有关单位挑战。张劲夫当场号召中国科学院组织

各方面专家，连夜开会搞个综合试验田的研究计划，向农民生产能手应战（《文汇报》1958年7月6日）。 

1958年7月5日至9日，全国科联和北京科联为在科技界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促使科学家深入实际、虚心

向群众学习”，组织首都科学家与湖北、河南、浙江、江苏、河北、安徽、陕西等省及京郊的30多位小麦、

水稻、棉花高产能手，在北京东城南河沿文化俱乐部举行丰产座谈会。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和中国农业科学

院、北京农业大学的有关负责人、科学家应邀参加。范长江、于光远主持座谈会。于光远提出：科研单位要

同农民开展种高额丰产田的竞赛，如果竞争不过农民，就要摘掉科研单位的牌子。在这种压力下，根本不容

许讨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和中国农业科学院被迫仓促上阵应战。 

指 标 大 战 

7月5日和6日两天，会议组织者安排各地丰产能手介绍丰产经验、大胆创造的事绩，以及当年下半年和次年的

计划。7月7日，各地丰产能手参观有关研究所。7月8日，分为小麦、水稻、棉花三组座谈。名为交流经验，

实际是展开了高指标大战。 

为了迎接这次农业丰产座谈会，生物学部早在7月2日晚召开了有北京地区生物学研究单位的负责人、科学家

参加的准备会。在会上，院领导同志讲了话。他说：目前科学的发展落后于工农业大跃进的形势。科学工作

者要从六亿人民利益出发，打破常规，跟上形势。大跃进的关键在于政治挂帅，应该不断解放思想，以虚带

实，走群众路线，提倡集体主义、大协作。在研究工作中应该贯彻以任务带动学科，并把它作为主要的方

法。这样，不仅研究目的性明确、具体，可以吸引更多人参加工作，而且通过综合性的研究，可以促使不同

学科的发展。科学工作者要多快好省进行工作，就必须把实验室的工作同六亿人民的创造结合起来。他鼓励

大家搞试验田，并表示院部将给予大力支持。但是他没有对产量提出任何具体要求。 

在预备会上，大家表示“要通过试验田的工作，在思想上、耕作技术栽培管理上、理论上和作物产量上来四

个大丰收”。会议决定由土壤队、北京植物生理室、北京微生物室、动物所、昆虫所、应用真菌学所、植物

所和遗传室等八个单位大协作，把试验田办起来；并且商定了向农民丰产能手应战的1959年丰产试验田单季



亩产指标，第一本账：小麦1.5万斤，水稻2万斤，籽棉3千斤，甘薯15万斤；第二本帐：小麦2万斤，水稻3万

斤，籽棉4千斤，甘薯20万斤；第三本帐：小麦3万斤，水稻4万斤，籽棉6千斤，甘薯26万斤。 

7月5日和6日听取农民丰产能手的报告后，大家觉得原定的应战指标已经远远落后了。7月7日，借农民丰产能

手参观有关研究机构，丰产座谈会暂时休会之机，生物学部召开了会议，把产量指标调整为：小麦亩产2万

斤，争取3万斤；水稻亩产2万斤，争取3万斤；甘薯亩产30万斤，争取40万斤；籽棉亩产6千斤，争取1万斤。 

7月8日，分组座谈。原定是交流经验，但是会议一开始就展开了指标大战。 

在小麦组的会议上，湖北省谷城县新气象五社主任王家炳首先发难，提出1959年小麦亩产3万斤的指标。紧接

着出现了拍卖行里经常见到的那种竞相抬价的景象，亩产从3万2千斤、3万5千斤升到4万斤，话音未落，那边

又冒出了4万2千斤……，竞争主要在农民丰产能手之间展开。 

在这紧张的第一回合的较量中，生物学部彻底打输了，不仅不能向农民挑战应战，就连中国农业科学院发出

的点将挑战（小麦亩产指标4万5千斤），还犹豫了好久才应战。就在生物学部仓皇应战时，河北省邢台县一

丰产能手一下子把小麦亩产指标提到5万5千斤。 

7月8日晚，生物学部紧急会议，连夜讨论新的高产指标和保证措施。9日上午是丰产座谈会的最后一次会议。

生物学部向中国农业科学院贴出了挑战书，指标是：小麦亩产5万斤，争取6万斤；水稻亩产6万斤，争取6万5

千斤；籽棉1万5千斤，争取2万斤；甘薯亩产40万斤，争取50万斤。 

到9日会议召开时，这些指标又迅速退居下游了。河南、陕西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提出小麦亩产10万斤；江苏

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水稻亩产指标为7万斤。 

不 惜 血 本 

丰产座谈会开过后，生物学部组织了一个由中国科学院在京的生物学单位负责人、科学家、青年科技人员、

农场工人代表组成的生物部丰产试验田委员会，下设小麦、水稻、甘薯、棉花四个小组，立即着手进行丰产

试验田的准备工作。 

小麦丰产试验是借用中国农业科学院南墙外该院农场的六亩地进行的，当时设计了不同播种密度、不同耕翻

深度和不同施肥量的各种对比试验。其中，播种量多的达240斤，最多的竟高达460斤；深耕土地最深的达十

市尺；施肥量最多的每亩粪肥（牛马粪）40—60万斤。试验田里，白天鼓风机齐鸣，为的是促进通风，增加

二氧化碳，强化光合作用；晚上灯光如同白昼，为的是增加光照。许多科技人员使尽了浑身解数，投入了注

定要失败的高产试验。由于违背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土地并不按照人们的主观意愿做出酬答。1959年6月麦

收时，在所有的七个试验小区中，折合亩产最高的只有902斤，最低的541斤。“卫星”放不出来了，值得庆

幸的是，因为有了不同的对比试验，得到了许多可贵的科学数据。 

说 真 话 难 

放农业高产“卫星”，是在“左”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当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

如果各级领导从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出以公心，倾听一下行家的意见，这出闹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在全

国科联召开丰产座谈会期间，有些科学家在会下算过细帐，拿白薯来说，打个形象的比方，如果每个白薯长

得像30斤体重的小孩那么大，那么，亩产15万斤就相当于7个半小孩挤在一平方米的土地上；如果亩产50万

斤，就相当于25个小孩挤在一平方米土地之内，这根本不可能。但是在反右派斗争中，不少说真话的人，一

些诚心诚意向党提意见的人，被错误地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有些人为此家破人亡，妻离子

散。这就使一些有识之士只能噤若寒蝉。 

不要白交学费 

我写这篇简短的回忆，也是对自己从事走过的科研管理工作的反思。那时候我是生物学部的普通干部，只做

具体工作，虽然不处在决策的地位，但也是放高产“卫星”的积极拥护者。在全国科联的丰产座谈会开过之

后，我曾以《风讯台》记者的名义，写了一篇题为《学农民赶农民超农民——生物学部办丰产试验田》的报

道，通篇是套话。 

在那场运动中，每个人的心态不会是完全相同的。就我自己而论，从新旧中国的对比中，深感共产党好，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因此共产党号召的事，我打心眼里赞成，没有怀疑犹豫过。反右派斗争，我也积极

参与了斗争。这种朴素的感情，使我同样对高产“卫星”运动的可行性没有怀疑。此外，我对农业生产没有

感性和理性的知识，无从分辨其现实性。更何况那时还看到一位著名科学家作过这样的推算，如果农作物能

全部利用照射到地面的光能，那亩产数万斤在科学理论上是可行的。直到1958年下半年，我到湖北、河南农

村，实地参观了高产“卫星”水稻田，明显看出了并田的痕迹（即把几丘地的作物在快成熟时，合并植到一

丘地上），才恍然大悟我是上当受骗了。但在公开场合，我不敢讲这些事。 

高产“卫星”运动有许多教训。今天，像这样的傻事不会有人再干了。但是交了巨额学费之后，大家是不是

都真正地变得聪明了呢？就以善于听真话、敢于说真话这一点来说，至今还不是那么容易做到，为什么呢？ 

［后记］：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１日，于光远同志在接受《院史资料与研究》李真真同志采访时，就此事作了自我批评。

他说：“我是参加过一个农民同科学家比高产的会，这话很可能是我讲的（注：指科研单位竞争不过农民，

就要摘牌子）。会上指标越比越高，小麦亩产能到六万斤。我又觉得太玄了，就说‘一万斤也不错嘛！’其

实同他们的三万斤、六万斤相比，不过是５０步笑百步而已。我还写过一篇文章反映那次会议，但没有发

表。这时期我还在《红旗》上发表过一篇讲小麦高产意义的文章，可见那时我的积极性，这都是我那时头脑

发热干出来的事。”（参见《中宣部与中国科学院———于光远、李佩珊访谈录》，《百年潮》１９９９年

第６期第２７－２８页） 

（原载《科技日报》， 

1993年11月14、21日）  

 


